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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一种革命叙事象征的类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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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把样板戏看做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通过神圣的确立、仪式与仪式

意义和集体表象的纯粹等三方面的论述，得出样板戏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叙事象征类宗教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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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决定了其伴生

物革命文艺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一定的政治实用功能。

无论是早期的左翼文艺思潮、延安革命文艺，还是十

七年文艺，皆是如此。而文革中的样板戏更是在意识

形态话语的强力介入和支配下把这种功用性发展到了

极致，使京剧现代戏成了“革命的样板戏”，成了文革

的象征。文革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和支配加上京剧程

式化与写意的象征性使得样板戏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象

征的符号系统，昭示着一种革命的意义与超越。然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思想解禁以来，学界对样板戏的研

究多援引社会学、叙事学、符号学、现代性理论等方

法，却对样板戏叙事中所蕴含的象征以及象征手法的

运用关注不够。在笔者看来，象征在样板戏中起着极

其重要的功用，其构成了样板戏存在的根基，样板戏

正是通过象征来实现其革命意识形态对叙事的介入和

支配的。缘于此，本文拟从象征的角度对样板戏进行

一种新的思考，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有益探讨。 
 

一、神圣的确立 
 

在艺术表现上，样板戏与其他革命文艺一样，以

革命叙事的方式，通过展现革命生活、刻画革命人物、

表达革命理想等途径来构建自身的艺术世界。然而，

作为被文革意识形态介入与支配而有着一定话语霸权

的样板戏，显然呈现出了与早期革命文艺不同的特性，

这种特性首要表现在其借助革命叙事所构建的神圣革

命世界上。 
在这样一个神圣的世界，一切围绕着革命展开。

文革时期的一篇社论写道：“革命样板戏以党的基本路

线为指导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艰苦卓绝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生活，和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雄伟壮

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1]众多样板戏的叙事主题

就是革命斗争，没有革命斗争，样板戏的叙事也将随

之瓦解。以革命斗争为中心，凌驾于革命之上的隐身

者毛主席和党构成神圣的一极，革命英雄、普通人和

世俗恶构成现实的一极。 
在神圣的一极，作为革命斗争的直接倡导者，毛

主席和党的形象虽然没有演化为具体的人物出现，但

我们随处可拎出“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

下”“毛泽东思想”“党的决定”“跟共产党走”“党恩”

等革命话语。革命斗争实际上被他们赋予着意义，革

命斗争的存在是由于他们的存在，革命斗争的持续是

由他们左右着的。他们潜藏于革命宏大叙事的背后，

控制着革命叙事的展开，左右着整个样板戏。从某种

程度上说，毛主席和党被神化，获得了绝对的神圣性

存在，成为一种永恒。他们是样板戏所构之神[2]，是

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已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介入革命叙

事中的一种象征。以他们为始基所赋予的革命斗争也

由此突出而演化为一种理念并成了人们膜拜并为之奋

斗的事业，从而也具有了神圣性。 
在现实的一极，革命作为理念转化为行动并进入

叙事，成为样板戏基本的叙事模式。样板戏讲述的是

革命英雄带领普通人与世俗恶斗争的故事。这样的革

命英雄可以是男如杨子荣、洪长青、李玉和、赵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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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可以是女如方海珍、江水英、柯湘等。他们在

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指引下，向普通群众宣扬神圣的革

命理念，宣扬斗争的方针与策略，并且以自己的行动

作为表率，启发、诱导、引导诸如韩小强、李铁梅、

吴琼花、李志田等接受革命的圣义，并消灭世俗以座

山雕、鸠山、南霸天、钱守维、黑头鲨、裘二能、黄

国忠等为代表的丑恶势力，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在

叙事的过程中，为了强化革命作为理念的神圣性，革

命的标志性事件、情景诸如诉苦、战斗、审讯、刑场、

胜利等场合被刻意地放大。以《红灯记》为例，在“赴

宴斗鸩山”一场，李玉和是一个被“宰割”的对象，

气势应该比较弱才对，但是恰恰相反，李玉和以极强

的气势压过敌人。李玉和慷慨激昂怒叱道：“屈膝投

降真劣种，贪生怕死可怜虫……到头来人民定要审判

你，变节投降罪难容”，以“革命正气”使叛徒王连

举“心惊胆颤，躲到鸠山背后”。再如“刑场斗争”

一场中，当李玉和要被押去受刑的时候，李玉和始终

昂然挺立，人之将死，按常理至少应该有些许伤感，

但是李玉和却以“惊天动地的气概”怒斥敌人“中国

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

们可怕的下场”，以至让鸩山发出“太可怕了”的呼

声，并且李玉和在就义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正反两面的对比

中，通过对李玉和言、行的放大，表现出他在“革命

的武装”下视死如归的品质，一个具有坚定革命意志，

精神压倒肉体、向死而在的英雄形象李玉和被凸现出

来，而支撑起李玉和肉体的则是对革命、对毛主席和

党的膜拜。 
样板戏中充斥着大量相类的象征性、富有意义的

场景，从浅层次来说，这样的场景加强了对英雄形象

的塑造，从深层次则是对革命、毛主席和党神圣的凸

现，实现的是现实向神圣的靠拢。正如彼得·布鲁克

在论述“神圣戏剧”的概念时指出的：“在这种戏剧

中，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通过最接近于神圣的东西的

那些形式表达思想。”[3]革命作为一种理念的凸现使

得革命英雄主体地位削弱而表现出客体的特征。不是

革命英雄掌握了革命，而是革命选择和掌握了革命英

雄，革命英雄已成了神圣革命的律令与意义的传声筒。

革命英雄与样板戏中其他象征性的抽象人物“普通人”

“世俗的恶”一样都成了彰显革命神圣的一种手段。

对革命英雄而言，世俗的姓名、性别、死亡与否已不

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革命斗争精神。

无论是哪一位英雄，他们的欲望、肉体都被消解了，

他们褪掉了世俗的肉身，表现出一种革命“精神纯化”，

精神意志在革命的挤压下也成了一种“浩然正气”。他

们已不是站在世俗的大地上，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

在，而是作为一个集体的人，作为一个应革命而生的

抽象的人而存在。正如《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临刑

时喊出的:“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战，我为你闯刀山踏

火海壮志如钢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永远冲锋向前方!
冲锋向前方!”他们站在半空中被普通人仰望，他们已

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能指，成为神圣革命与毛主席和

党在人间的象征。 
被毛主席和党所赋予的神圣革命，经由革命英雄

的经营，必然是以胜利的神话而结束。于是在样板戏

的结尾，一幅神圣革命胜利的象征图景被确立：众革

命者齐“亮相”，“霞光万丈，光芒万丈”(《红灯记·胜

利前进》)、“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朝辉灿烂”(《海

港·海港早晨》)、“杜娟花和红旗相映生辉”(《杜娟

山·漫卷红旗》)…… 
 

二、仪式与仪式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样板戏最终确立的是

一幅象征性的神圣胜利革命图景。在确立神圣图景的

过程中，样板戏中的“英雄”“普通人”和“世俗的恶”

在接触革命后，都是向着毛主席和党靠近的，他们都

笼罩在“神”的光环之下。不同的只是靠近的方式，

英雄被剔除掉世俗性而表现精神的纯化，普通群众则

受到教育、引导、诱导，世俗的恶则被神圣瓦解和消

灭。从一定程度上看，正如弗雷泽《金枝》中所提出

的“接触律”一样，与神圣革命的“接触”使他们深

受革命的影响，存在状态也随之改变。在样板戏的叙

事中，这种接触是通过戏剧舞台表演的方式进行的。

然而作为戏剧原本是由巫术仪式发展而来的，戏剧舞

台表演与原始宗教的仪式具有本质的相通性，由此也

使得样板戏叙事中这种“接触”演化为一种仪式，昭

示着一种仪式意义。 
理查德·谢克纳指出：“仪式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一

种经常反复的活动，这活动具有一定象征意义。”[4]

仪式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的行为方式，通过这些行为

方式的反复来达到一定的目的。由此从抽象的角度来

观样板戏，我们看到样板戏中主要人物在与神圣革命

接触后，一般都表现出三种具有象征性的行为方式：

献身、成长、受惩。样板戏通过对这些象征行为方式

的反复，生产出了献祭仪式、成长仪式、受惩仪式，

并以此来强化神圣革命图景的构建。 
首先，我们来看献祭仪式。在样板戏中，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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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革命事业的过程中，把其视为神圣膜拜的事件。

为了完成这种神圣的革命事业，他们可以抛头颅，洒

热血，在他们身上充满着一种宗教的狂热。他们以信

仰者与行动者的角色演化为革命的献身者，以自我的

言行书写着一种革命的献祭。以《智取威虎山》为例，

为了完成神圣的“清除匪患”的革命任务，杨子荣“明

知征途有艰险”，但是“越是艰险越往前”。他凭着“三

个有利条件”，尤其是“对毛主席和党的赤胆忠心”，

主动请战，巧扮土匪，打虎上山，深入匪穴，最终里

应外合完成“清除匪患”的任务。在执行革命任务的

过程中，杨子荣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尤其是在 “会

师百鸡宴”场景中，由于栾平的脱逃，两人对质于匪

厅，几欲身死。通过这样的标志性场景，一个视革命

为己任，充满献祭色彩的革命英雄被塑造出来。而杨

子荣也通过对革命任务的达成完成了“神圣的降临”，

获得了一种新生，为下一次献祭做好了准备。其他如

《红灯记》中李玉和为保守密电码的杀身成仁，《红色

娘子军》洪常青乔装改扮深入虎穴，《龙江颂》江水英

等以身阻水促坝合拢等，都是英雄们为了完成革命事

业，主动牺牲自我以达至献祭的明证。如果说在宗教

中，献祭的本质是通过牺牲自我的利益来表达对神的

忠诚、感激、忏悔、信赖等感情，这种献祭还存在着

主动和被动之分的话。那么在样板戏中，献祭的本质

则是通过牺牲自我来达至对革命、对毛主席和党的忠

诚，献祭只有主动可言。由这种献祭的仪式，人物获

得了“神圣的降临”，成为革命英雄，革命也进一步演

化为神圣的象征。 
其次，我们来看成长仪式。在神圣革命图景确立

的过程中，样板戏往往通过对那些有着极强自我意识、

思想觉悟不高、革命斗争观念不强、被阶级敌人利用

的角色向革命的皈依来展现一个普通人成长的过程。

样板戏通过对这些有落后思想的普通人向神圣革命的

靠近而上演着一场自我的成长仪式，并以此达至对革

命的膜拜。《海港》中的高中毕业生韩小强思想觉悟不

高，有着一定程度的落后，有着对作为码头工人的委

屈，被钱守维利用，并且在钱守维的蛊惑下愤而要辞

职不干。但是在其舅舅马洪亮把其带到“阶级教育展

览馆”后，面对“圣物”杠棒的沉痛诉说，再加上方

海珍的思想教育工作后，韩小强终于“解除思想武装”，

撕掉请调信，并最终作出“双手捧工作证，紧贴胸前” 
的动作，发出“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改造思想，

革命到底”的呼声，与其他工人一起投身到建设社会

主义事业的革命浪潮中来。韩小强的成长过程有着明

显的仪式性，其实际上是通过一定的神圣性场景的模

仿，借助于“阶级教育展览馆”和圣物“杠棒”，再加

上如马洪亮和方海珍的神圣性“咒语”，最终获得一种

神启，促使神圣的降临，完成韩小强的改造。其他如

《红灯记》中李铁梅、《智取威虎山》中常宝、《龙江

颂》中李志田等向神圣革命的靠近也与此相同。以具

有经典性的成长仪式，样板戏表达的是一个普通的具

有落后思想的人向神圣的皈依，神圣革命的神话在这

种皈依中得到进一步的神化。 
最后，我们来看受惩仪式。在样板戏中，座山雕、

南霸天、刁德一、钱守维、黄国忠等反面角色是作为

革命对象存在着的，他们是世俗恶的象征，他们对革

命的接触是以受惩为终结的，而他们的受惩在舞台上

程式与写意的表演也使得这种受惩具有了仪式性。很

显然，样板戏以反面人物的受惩反衬出革命真、善、

美的神圣性和革命英雄的神圣性，并从另一个侧面传

达出“戒”的意义，以此来深省众人。 
菲奥纳·鲍伊曾提出过“通过仪式”的概念，他

指出通过仪式“标志着从一个生命阶段、季节或事件，

转向另一个阶段、季节或事件。参与通过仪式的每个

人，以及整个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标志(或注意到)
这些转变。”[5]我们这里讲的献祭仪式、成长仪式、受

惩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通过仪式，经过这样的仪式，

现实的一极通过对自我有违神圣特性的抛弃与剔除，

实现着自我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达至对神圣

的接触与靠近，实现意识形态权力话语诉求的最终目

的。 
 

三、集体表象的纯粹 
 

文革十年里，由于高层意识形态的直接推动，样

板戏成为文艺舞台上惟一被认可的文艺形式和民众娱

乐生活仅有的一些元素，学习样板戏在当时并不是一

项个人自愿行为，而被视为必须的革命任务。在“八

亿人共唱八个样板戏”的情况下，样板戏也被神化，

成了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正如初澜所评论的：“革命

样板戏的创作，就不是单单一两出戏的问题，而是一

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样板戏的功用则是“对上层建筑

各个领域的革命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1]。样

板戏成了文革的象征，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向，这种直

接的指向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需求。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样板戏中神圣的确立和仪式生成

都是为了实现权力诉求而设立的，其最终的落脚点是

实现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沟通，进而把这种权力诉

求具体化。 

 
 



第 5 期                                          周冰：样板戏：一种革命叙事象征的类宗教 709

当样板戏把象征性的、富有意义的仪式表演搬到

舞台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变形的艺术。艺术原本

的娱乐、愉悦功能被解构，代之而起的只是一种意识

形态话语真理的间接表达。福柯说:“话语的真理性不

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在于它怎么说。换言之，话语

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

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6]意识形态话语的真理性在样

板戏中被转换为神圣的言语从而确立一言堂的地位，

并进而通过革命英雄来传达，通过普通人受牵引来彰

显，通过世俗恶受惩来加强。于是在样板戏的不停上

演中，权力话语的真理性得以向集体受众传播，样板

戏生产着一种集体的表象，“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

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

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

感情。”[8] 
这种集体表象来源于样板戏的革命艺术世界，但

是却是提纯的抽象艺术世界，是一种集体表象的纯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才是样板戏的真正内容。 
其一，是旧中国的万恶性。在样板戏的叙事中，

旧中国被描绘为万恶的根源。在这儿充斥着诸如座山

雕、南霸天、刁德一、钱守维、黄国忠等恶黑势力，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悲惨中。这种旧社会的

黑暗往往通过诸如《红灯记》中的李奶奶、《智取威虎

山中》的常宝、《白毛女》中的喜儿、《海港》中的马

洪亮等“痛陈”的场景而被进一步强化。由此在样板

戏上演的过程中，人们接受到的是一个只有黑暗没有

光明的“万恶世界”，具有存在的不合理性和“吃人的

本质”。随着样板戏的重复上演，这种“万恶旧中国”

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于是呼唤领袖，呼唤革命，

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中国就成为一种潜在的追寻。 
其二，是革命斗争的存在和持久性。既然旧中国

有着如此的万恶，斗争也就随之产生。几乎所有的样

板戏都在讲着一个故事，那就是革命斗争的故事。正

如《海港》中方海珍所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

讲，日日讲。其说的是阶级斗争，但直接的武装斗争

不正是源于敌我的阶级划分吗? 由此，在样板戏程式

化与写意化的象征上演中，一个被无限放大的革命斗

争观念被符号化地树立在受众的头脑中，并有着向现

实斗争转化的可能性。 
其三，是英雄的神圣与不可战胜性。作为革命斗

争的直接实施者，他们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具有外

在形体与内在精神的双重不可战胜性。样板戏的革命

斗争在他们的实施下无一例外取得了胜利，即使他们

在完成革命的任务中献祭身亡，他们肉体的消失也只

是转化为精神而获得另一种超越性的胜利永存，并达

到激励的作用。在样板戏中，革命英雄一直处于被赞

叹与讴歌的地位。而当这种赞叹与讴歌与现实受众相

接则演化为对现实革命英雄的膜拜和讴歌，以及对现

实生活中革命领袖的讴歌，由此样板戏在现实层面上

实现着受众对于“领袖”的狂热崇拜。 
其四，是毛主席、党、革命的神圣性。样板戏通

过叙事构建了一幅神圣的革命图画，在这幅图画中，

一切都向毛主席、党和革命看齐。无论是武装斗争，

还是阶级斗争，都是在他们的授意和指导下进行的。

他们成了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肇始自他们的革命则

带有圣战的意义。通过富有意义与象征的仪式上演，

毛主席、党、革命的神圣性被具体到现实社会中，并

进一步神化和符号化，成为一种先在的接受理念而被

顶礼膜拜。 
由此，在文革十年狂欢的岁月里，在样板戏近乎

无意识、自动化的上演中，演员与观众一起放逐，通

过自我的暂时遗忘，将自己置于一种社会集体的情绪

状态中，有意或无意地吸收和内化剧中所展现的意识

形态话语的价值观念，在自己的心理上建构一种象征

的现实。在这样一个象征的现实中，旧中国、革命、

革命英雄、毛主席和党都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成为

现实意识形态话语在样板戏的延留，而权力诉求也正

是通过它们得以实现。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样板戏最终实现的是权

力话语的诉求。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就发现

一种象征的在场。在伽达默尔看来，“象征”的在场方

式是通过对不在场的“寻求”或“呼唤”而得以成立

的，因此，“象征”具有理解性和语言性，其意义是面

向未来开放的，是历史性的存在。[8]就此来反观样板

戏，我们看到从样板戏革命斗争叙事主题到革命神圣

图景的确立，从样板戏内仪式的上演到样板戏外受众

心理层面象征性现实的建立，象征都起着一种极其重

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不管是人物形象、动作、

语言、神态、情节设置，还是背景、道具、灯光、音

响，都打着象征的烙印，它们都有一种超越和意义，

它们在要求我们充分注意的同时呼唤的是一种不能直

接在场的政治权力。象征成了沟通意识形态话语和样

板戏艺术世界的手段，成了它们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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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样板戏作为一个象征系统也就显而易见的

了。在这个象征系统内，我们看到毛主席和党被确立

了隐身“神”的地位，肇始于他们的革命也被赋予了

神圣的色彩，成了众人膜拜的对象。如果说在样板戏

内，革命者、普通人、世俗的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实

现着神圣革命向自己的靠近，共同演绎着神圣降临的

仪式；那么在样板戏外，受众则通过观看样板戏达至

对神圣的接触，并通过集体表象的纯粹实现着神圣对

自我的降临。无论就样板戏内还是样板戏外，样板戏

达到的效果都是一种受众的膜拜与神圣对自我的降

临，建构一种象征的现实，实现着现实权力话语的教

化目的。如果说传统宗教中的“神圣”更多具有“超

越”“形而上”意义，表达出一种“彼岸”之维度，那

么样板戏中的“神圣”则更多的具有“形而下”的意

义，表达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诉求，它有着彼岸

之形，但是却有着此岸之实。人们对神圣的膜拜有着

宗教性，但是却是一种类宗教，样板戏在一定程度上

是一种革命叙事象征的类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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